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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金冲及治学访谈录

金冲及 金之夏

【编者按】 金冲及，1930 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他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
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 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
学客座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史学会会长; 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
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金冲及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
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 与胡绳武教授合著) 、《二十世纪中国史
纲》《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生死关头: 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 毛泽东、蒋介石是如
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 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
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一、早年经历与初识马克思主义

金之夏:您 1947 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历史?
金冲及:我在复旦附中读书期间就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时候金兆梓和耿淡如两位先生编写的历

史教科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读高中后，我开始自己逛书店，每月都要到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四
马路( 现福州路) 去转转。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在旧书店买
到的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好几本书。记得当时常做的美梦是: 在旧书店里细心寻
找，忽然在墙角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我所关心而又少见的书，在惊喜中醒来。这样的梦在当时确实常
做，可见痴迷之深。那时候的我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读这些历史书完全是出于兴趣，根本谈
不上什么分析和认识，但这确是我以后特别爱好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金之夏:您在 1948年读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问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呢?
金冲及:抗战胜利后，时局发生深刻变化，我从少年走入青年，读书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关

心的重点逐步转到社会和政治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他以
生动活泼、紧密联系实际生活、富有说服力的文笔介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图景和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他在书里讲到，历史是复杂的，常常是多方面因素起作用的产
物，不能把最初看到的几点就轻易看作全体。因此，读历史不能只记得是什么，还要多想想为什么。

13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艾思奇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许多内容都感到新鲜而正确，至今仍还记得，确实具有启蒙的作用，影

响了自己一辈子。
以后，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读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进步书店出版的书。生活书店在上海重庆南

路，门面比较宽，坐在墙角边的地上看半天书也不会有人赶你走。邹韬奋写的书，我当时几乎全都读
过。他文笔犀利，充满感情，特别能打动人，使我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给我印象最
深的有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钱亦石的《中国
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我还陆续读过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沈志
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新知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是我到复旦大学上学的必经之路，所以也常去。
在那里，买的最多的是“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
《历史哲学教程》，我还在那里买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至今还保存着。
当时复旦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非常重视在积极分子中组织读书会。我一年级时就参加了读书会，最

初读的是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这种读书会每星期组织一次讨论，每次轮流有一人先讲他刚读完
的那章学习心得，大家再展开讨论，既相互提高思想认识，又联络感情。参加读书会的有史地系和外系
的同学，大多是和我宿舍邻近、平时交往较多的同学，后来全都参加了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这种活动
方式在学校中很流行，是地下党常采取的一种方式。我那时只有十七八岁，个人思想还没定型，正是渴求
知识的时候。在读书会得到的知识深深刻在头脑中，有助于自己对信仰的比较和选择，可以说终生难忘。
刚进复旦大学史地系时，我一直是用功读书的。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我深刻体会到如果

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任何个人理想都无从谈起。我于 1948 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远房亲戚家躲避了一段时间。利用这几个月，我
认真阅读了不少书，最重要的是延安整风必读的二十多个文件。通过阅读，我对党的性质和党员应
该遵守的原则有了基本了解。
金之夏:解放后，您继续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都上过哪些老师的课，这些课对您后来的治学有

何影响?

金冲及:上海解放后，我回到学校，全身心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中。作为学生代表，我担
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生会主席等。同时，我仍然坚持上课。复旦大学的师资相当雄
厚，一级教授有周谷城先生，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先生。
我还选修过中文系冯雪峰、唐弢等前辈开设的“文学概论”等课程。
记得有一次谭其骧先生布置学年论文，让我们认真看《通鉴纪事本末》中有关李密、王世充、窦建

德这三段，然后用这些材料写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这种做法对低年级的大学生是非常好的基本训

练。周谷城先生非常重视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他常说: “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
了一半。”在复旦的严格训练为我此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其骧先生 80 寿辰之际，我
曾在贺信中写道:“老师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年轻时也许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时间相隔
越久，这种感受反而越来越强烈。如果年轻时没有受到过这些熏陶，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
立起一种无形标尺、不如此就不敢拿出来，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的成果也难以取得。”周谷城先生曾
对我说:“我是看你长大的。”的确，我可以说是在复旦师长的教育下长大的。
金之夏: 1951 年您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不久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

选择这一专业方向?

23



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金冲及:这一点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需要”。我毕业后先是留在复旦担任校团委书记。
1952 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文科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而老教授们过去很少专治近代史。
那时复旦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称作“双肩挑”，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从 1953 年起，
我开始在历史系、新闻系、中国语文系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并参加编写教学大纲; 1960 年起又带
过五个研究生。可以说，我一共讲了 12 年的“中国近代史”，直到 1965 年调到文化部工作。
金之夏: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您正式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您可否介绍一下这其中的历程。
金冲及:刚开始工作时，我认为范文澜和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已经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

问题说清楚了，我自己脑海里想不出什么重要的“问题”。那时专业史学刊物也很少，印象中似乎只
有《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新史学通讯》( 现《史学月刊》) 。我发表的第一篇史学文章是《关于中
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篇专题研究论文。来由是 1954 年《历史研
究》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胡绳谈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他主张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把近代史分为若干
时期。那时，我已经教近代史近两年，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认为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经济
发展和阶级斗争相结合，因为两者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一致的。记得 1955 春节假期，我利用在学校值
班的空闲，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商榷意见，当作读者来信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没想到这篇文章不
但很快就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还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编辑部的热情扶持，对我这个年轻人
真是极大的鞭策。
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了每年用心写好一篇长文章的目标。1956 年，我又写了一篇《云南护国运动

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以往，对护国运动的发动者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主张是蔡锷、梁启超发动
的，也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纵然已有许多前
辈珠玉在前，但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后辈仍可能做到比他们看更多的材料，作更多的思考。我在文
章中提出: 受过辛亥革命思想熏陶的云南新军中下级军官是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后来，李根源
先生的公子告诉我，他父亲看后很认可我的观点。李根源在清末做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朱德的老
师，护国运动时担任总参议。我很高兴能得到他的肯定。
在复旦教书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师长、同仁。一方面，我与同行相互切磋。

同我讨论学术问题最多、合作时间最久的是胡绳武教授。他在抗战后期考入战时内迁重庆的复旦大
学，我入学时他读大四，是我的师兄。我们在相互切磋学问中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我们不仅一起发
表过一些论文，后来还合作撰写了专著。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我还进一步认识更多学界同
仁。1961 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那是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
术讨论会。会议由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主持。我在会上还结识了章开沅、祁龙威、余绳武，又见到
此前相识的戴逸; 年轻些的有龚书铎、张磊、李文海等。武汉会议结束后，我和胡绳武就决定共同撰
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1963 年，我们写完了第一卷送交出版社后，因政治环境越来越紧
张，只好暂时搁置出版，没想到这么一放就放了 18 年之久。
金之夏: 1965 年您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在文化部及文物出版社工作，直到 80 年代进入中央文

献研究室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请简要介绍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经历及其对您治学的影响。
金冲及:这些工作的变化，都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调动的，我自己其实没有主动想过“转移阵

地”。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在复旦教书期间，担任过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主办的《未定文稿》的主
编之一，这个刊物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直接领导。我的组织关系仍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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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仍继续讲。1965 年，石西民同志调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指名要我随同
调到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好，一般人不愿意离开上海，特别是在大学教
书的人一般又不愿意到机关工作。我那时倒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服从组织调动，就来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化部的工作基本陷入停顿。1968 年 1 月，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到北京把
我押回了复旦，关在学生宿舍整整一年。直到这年 12 月，我才被送回北京，同时造反派转给文化部
一份关于我的审查材料。后来得知，我是遭到了一个在青海劳动改造的军统分子的诬陷。这个人在
解放前也是复旦学生，他指控我曾在 1948 年加入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因为这个凭空捏造的材料，我
又被审查了四年，其中有三年在湖北“五七干校”。

1972 年底，长沙马王堆考古发掘，震惊世界。出于外交需要，周总理指示恢复文物出版社和《文
物》杂志。当时负责国家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王冶秋同志知道我遭受的是一场冤案，就直接下调令
让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调令一来，我的“特嫌”结论才取消，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我在社内先
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了共十年，收获很大。
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文物、考古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但学历史出身的我还是很兴奋地投入这个

领域。每当有重要考古发掘见报时，我都在主管的《文物》月刊上邀请专家结合历史文献写一组文
章，讨论最新考古发掘的价值，说明这些发现对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意义。在出版考古发掘报
告时，也同样要求如此。文物出版社十年的工作，给我最深的教育是，当被安排从事任何你不熟悉的
工作时，最重要的是要“投入”，而且是“全力投入”。这样不仅能做好工作，而且一定能得到个人成
长中十分有用的知识。这十年不是白费的。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我对文物、考古方面的基本知
识，如青铜器、陶瓷、古建筑等考古专业和书画鉴定等，一门一门地找权威著作细读，分门别类做笔
记，还到博物馆和考古现场去多看，向有关专家请教，特别是同前辈学者苏秉琦教授结下很深的情

谊，受益极多。中国历史本来就是由古代、近代、现代一脉发展而来的，系统补充自己的不足，扩大视
野，对我今后的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的老朋友胡绳武教授也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又

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合作，继续撰写《辛亥革命史稿》，到 1991 年辛亥革命 80 周年之际四卷本全部
出齐。这些工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干的，确实很辛苦，但自己暗下决心，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要爬到。
粉碎“四人帮”后，我本有机会重返近代史研究领域，但想想自己当年在最困难的时刻，谁都不敢

要你，是王冶秋同志大胆地将我解放出来，怎么能条件一好时就掉头他去。1981 年夏，中央文献研究
室主任李琦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与石西民、王冶秋都很熟) 为了编写《周恩来
传》，要调我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最初文化部不放，就先借调。1983 年，中组部才正式下调令。
从 1984 起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 2004 年离休，我又有幸转行研究中共党史二十余年。

二、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心得

金之夏: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正式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您认为在研究中共党史，特
别是撰写领袖传记中，必须遵循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

金冲及: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有幸得到胡乔木、胡绳两位党史研究前辈长期、具体的指
导。他们既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又是党史研究大家，给予我大量无私的帮助。胡乔木曾反复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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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也强调:
“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从事党史研究遵循的核
心价值观。我个人理解，在撰写领袖传记时必须要把握好三点原则: 第一是真实性; 第二是科学性;
第三是不回避问题。
真实，永远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真实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历史研究的

对象毕竟早已事过境迁，无法百分之百地准确重现，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
又时常会有差别。因此，作者在研读史料时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能轻意相信第二手材料，要反复比
较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异同，尤其要善于鉴别那些猎奇性的道路传闻。只有经过仔细阅
读，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动笔创作，才有可能给读者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同时，我们也牢记，即使出于好意，刻意美化、不符合实际的描写，同样是不可取的。
科学性，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撰写的党史著作才有生命力和

说服力。领袖传记要力求让那些不了解他的读者，能够认识和理解他的内心思想和处世态度。我在
撰写《周恩来传》时，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一些同志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对周总理有着十分深厚的
感情。当传记中提到周总理也有过的弱点和失误，他们就表示:“总理那么伟大!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
评价总理?”而周总理是特别看重自我批评的，从不回避问题。在领袖传记的写作中，如果我们对传
主一生中的性格弱点和个别失误采取回避的态度，就等于放弃在这些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只能是

听任不了解真相的人随便乱说。
金之夏:您刚才讲到撰写领袖传记必须遵循的三个原则。您能结合您个人的经验，进一步谈谈

撰写人物传记时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吗?

金冲及:人物传记的主体是人，特别是领袖传记，脉络线索要清楚，有层次和发展逻辑，不能遗漏

重要的经历。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写成“千人一面”，同时还应突出重点，对于关键的地方要
着重笔墨，有分析和细节，要展现领袖人物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精彩人生。这样读者阅读时才会有
整体感，觉得一目了然，又能对关键历史时刻传主的所作所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
想要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第一，传主和时代背景的关系。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只有讲明白了传主成长的历史背

景，才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和行动，比同时代人的高明或不足之处，进而

呈现传主有说服力的贡献和历史作用。同时，描述历史背景必须紧扣传主来写，才能令读者明白传
主的所思所想，才能对传主的刻画产生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这就要花大力气研究历史背景和传主
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从其他书上抄述现成的背景材料，那就只能是千篇一律、无的放矢，无法展现
他与同时代人的异同，或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当然，历史背景也不能占用太多篇幅，以免喧宾夺主。
第二，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会指导他的行动。写人物传记的时候，要认真分

析他的所思所想。尤其是他的生活中重大改变或者需要作出关键抉择的时候，更要弄清他的思考过
程，毕竟人在面对这些事时内心总会存在困惑和矛盾。不弄清这些问题，写出来的传记会缺乏深度，
读者也难以理解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常人行动的原因。还有，人的思想不能和行动分离，尤其
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作者不能只写传主的思考、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议论，还要写他是如何行动的，
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实现自己的主张，在行动时又会遇到哪些原本意想不到的问题，他又是怎

样应对的。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通常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总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调整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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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确和失误的关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没有失误。在遇到新问题、新情况的探索中，成功
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能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书本不能教给你的。面对传主曾经出现的
失误，作者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寻找其主客观原因，并合情合理地加以说明，而不是回避问题，这样的

传记才会使人信服。
第四，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承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传记自然也要写出传

主在历史变迁中的重大影响力。但人是离不开社会的动物，历史人物都是从集体生存活动中汲取智
慧，从来没有人仅靠单打独斗就能改变社会的。所以，要想写好传主，还要了解他周围那些人，他们
有什么性格特点，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传主和他所从事的事业有哪些影响。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
动的。
第五，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写活一个人，就得展现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并通过生动、有感染

力的细节刻画出来。重要历史人物的特别之处，就是他在重大关键时刻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品
质。同时，我们也需要尽可能讲述一些他对待亲人、朋友，甚至同敌对人物接触中的一些故事，这样
能将人物个性刻画得更为丰满，令读者对传主产生亲近感。
第六，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假如讲述得当，读者阅读事件经过后，往往

只需要作者简单而一针见血的几句议论，就能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如果看完叙述后还不明白，必需
借助作者的大段议论才能理解，这就说明文章写得不成功。议论的文字要出现在关键处，篇幅不宜
过长。长篇大段的议论适合运用于写作“史论”这类书，并不适宜出现在一般人物传记等历史著作中。
写好人物传记，还会遇到其他的复杂问题，上述六个关系是较常见的，需要特别用心把握。
金之夏:当代人写当代史容易存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性，因此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之说。

您的研究领域涉及当代史多个层面，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金冲及:我同意你提到有时会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完全克服。不
过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后世人难以相及的地方。
后世人终究没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经历，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冷冰冰的史料，对当时的时代氛围、人

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各种影响事态发展的复杂因素都不可能有切身体会。这些当时大量存在而
又习以为常的事物，容易被时人视为不言自明，因此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只是被语焉不详地提到，无

法引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后世人往往会习惯于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用后世的经验去理
解或判断先前的环境和事实。这是导致部分历史叙述失真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当代人和后世人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即便是同时代的人，经历

不同，对待事物的见解和认识也会相距甚远。任何时代的个人都无法写出一本谁都认可的历史书。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思考和严肃研
究后写下来，是我们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同时代的人撰写的同一主题的作品，最终可以交给读
者去比较，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金之夏:您在 75 岁时动笔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一百余万字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新的

史料和视角，您可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吗?

金冲及: 2004 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但又全职工作了一年，完成《陈云传》的主编任务。到 2005
年过完 75 岁生日第二天，自觉身体状况还很好，就动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什么定这个选
题? 当时有三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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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社会需要。如果社会没有需要，写它干什么? 中国在 20 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需要有一部相对系统而又生动具体的书记载下来。我在 20 世纪生活了 70
年，许多事是亲历亲闻，对各个阶段的交替也有些感性认识，有责任做一下这种尝试。
二是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二十多年，主要任务是编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传记。编述领袖

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离不开 20 世纪这一宏大而又极为复杂的历史变迁背景。为此，我系
统阅读了大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但这些书毕竟是个人传记，不可能对当时复杂背景展开
全方位的描述，只能比较扼要地谈。因此，许多背景知识大多分散在各卷书中，读者很难了解完整的
历史进程。因此，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史料，编写一部相对系统的 20 世纪中国史，就可以比较完整
地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将自己在编写传记时做过认真研究但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呈现给读者。
三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写这本书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入大学，并参

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亲历、亲见、亲闻了很多事情。解放后，我又在复旦大学教了 12 年的“中国近
代史”，并和老友胡绳武教授撰写过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熟悉晚清、民初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为了编纂领袖传记，我花了很大力气全面了解民国史。由于长期在中央
机关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因此我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改
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的历史前后相续，我大体能贯通起来，做到整体性的
把握。再加之 21 世纪初，中国台湾地区系统公布了大量国民党原始档案，还有海外开放的蒋介石、
陈诚日记等重要文献，这些都为撰写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恰巧这时，我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名著《西方哲学史》，看到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毫不怀疑，

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
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末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

东西了。”①看来，由一个人来写一部史书，水平也许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容易做到主题鲜明、层次清
楚，给读者一气呵成之感。我从罗素的这段话中受到激励，意识到把自己经历的时代、亲眼看到或听
到的历史，经过认真研究后记录下来，是一名历史研究者不可推托的责任，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
金之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打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史观，跨越了 1911 年和 1949 年两

个关键历史节点，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纪”意识。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叙述及研究主线，以及您最想
通过该书传达给读者的信息。
金冲及: 20 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充满动荡和剧变。对中国而言，20 世纪更是决定我们民

族生死存亡的 100 年。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是: 剧烈、不停顿的社会变动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在 20
世纪，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崩溃到现代中国崛起的艰难历程，内容极为多样，要书写如此丰富、甚
至千头万绪的百年历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我在动笔时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来论述。这是整个 20 世纪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
它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我在 20 世纪生活了 70 年，对这一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我小时候曾亲眼看到外国人在上海的

租界内外享受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外国人敢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霸道; 而到 20 世纪
末，更是“换了人间”。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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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经验。因此，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必须通过反复实践、逐步
摸索，才能成功。我希望把这一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是我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
的初衷。我在该书结语中曾谈道:“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
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
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
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
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
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①

金之夏:您是《复兴文库》的总主编，请您谈谈出版这套文库的初衷及编选原则。
金冲及:《复兴文库》是在党的十九大结束不久，党中央批准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全书共

分五篇: 第一篇集中选编 1840 年至 1921 年，体现民族觉醒、探索救国之道、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文
献。第二篇选编 1921 年至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建新
中国的重要文献。第三篇选编 1949 年至 1978 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文
献。第四篇选编 1978 年至 2012 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第五篇选编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文献。经过五年的认真选编，在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前三篇近二百册正式出版。这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探索和奋斗中创造了

大量珍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重读这些文字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要从一百余年来浩如烟
海的历史文献中选编《复兴文库》，一定要有一个编辑原则，我简单概括为两句话:“以民族复兴为总
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和编选逻辑。”
为什么要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 因为人们的行动从来是由思想指导的。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

样的行动。《复兴文库》就是要全面展现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
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和脉络。我们在文献选编时，力求做到历史
和逻辑叙述的统一，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当然，思想和行动是无法分割的。人们关
心的不只是仁人志士是怎么说的，更关心他们是怎样做的，因此在选稿时，《复兴文库》也特别关注反
映前人为实现民族复兴采取的重大行动，以求读者对其中关键性节点留下生动真切的印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

异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复兴文库》的出
版，就是希望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昭示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力求为人们学习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三、对青年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金之夏:改革开放后，您承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大量科研工作，同时还肩负着众多行政组织工

作，又陆续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招收十多名博士生。那么，在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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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工作方面，您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经验吗?

金冲及:如何平衡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我的体会是要从内心打破“等”和“怨”两个观念: 一是
总想等万事俱备了再大展身手，二是总抱怨客观条件对自己的限制。在“等”和“怨”的过程中，时间
就白白地浪费了，因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想法，只会起消极作用。积极的办法是“不等”“不怨”，抓
紧自己可以支配的每一点时间，主动学习和研究。从我的经验看，正是因为我始终抱着不等、不怨的
心态，才能变压力为动力，也从中逐步体会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正因为时间太少，行政工作太多，还
常要加班，就格外珍惜时间，舍不得一点浪费。唐山大地震后，北京时常下暴雨，那时市民们都住在
路边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没有灯，我就打着伞坐在马路边，借着路灯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
朝佛教史》。第二，因为时间有限，我总会盘算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最值得投入的地方，并自觉努力提
高时间利用率。例如，一边阅读原始资料，一边努力用心发现问题寻求答案。当看完基本文献后，文
章的逻辑和层次也就逐步想清楚了，再动笔写作时，往往能一气呵成。在一定时间内，我除非因为其
他临时工作不得不作调整，否则决不轻易改变研究的目的和步骤，一定要做到底。第三，主动承担一
些行政工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社会运作的复杂性。一个对现实社会生活缺乏了解和判断力的
人，去研究几十年、上百年前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变迁，恐怕难免会得出一些并不符合实际的书生
之见。
金之夏:您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耕不辍，那么在史学写作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金冲及:我个人体会，写论文首先必须要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史学文章来讲，只有提出
并解决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或解决，但又对我们理解历史十分重要的问题，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研

究工作。如果仅仅是简单叙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更偏向于整理工作。当然，这样的工作也是很
有意义的。同时，我感到问题意识不仅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更是研究的动力。只有当脑中存在一个
想解决的问题时，才能从容地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钻入其中寻找答案。
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有三个步骤非常重要，就是针对你的题目，努力去“熟悉它、理解它、表达

它”。要做到前两点，就必须在阅读文献时努力思考，带着问题阅读，才能在众多繁杂的档案中找到
你苦苦寻求的答案。文献阅读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材料“看活”，让它们不断在你脑海里再现，
就像你亲身体验的有声有色的故事。
至于如何“表达它”，只要工夫下到，写作便水到渠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需要时刻为读

者着想，千万不能变成自说自话。胡乔木在这方面曾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吸引人看，二要使人看得
懂，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在论文写作中，论人要努力切中要点，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
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面前站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论事应将事情放在大的历
史背景当中，梳理清楚来龙去脉，讲明白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和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论理要有
理有据，心平气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样讲出来的道理才能让人容易理解、易于接受。
金之夏:现在历史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了解

似乎越来越窄。请您谈谈，对待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金冲及:现在人类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因此，要求一个史学工作者通晓世

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几千年相续至今的发
展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史和文化传统，又怎么能深刻体会今天的中国呢? 同时，当下的世界已成为

一个共同体，各国历史的发展都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相关的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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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都应当抽出时间来学习和补充。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但是我一直在积累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我在中学时代就读了很

多中国古代史的书，当时的语文教材除四书外，还有《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等。
中学时期的作文都要求用文言文写，我在高中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文章。前面提到，我到文物出
版社工作后，再次系统补充了大量中国古代史知识。20 世纪 90 年代，胡乔木同志曾要求我们写一本
《毛泽东思想概论》。虽然这本书后来没有写成，但我记得，当时他在为此编写的提纲中特地加了一
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毛泽东”，他说:“如果你不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毛泽东。”
事实的确如此。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世界史中充满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名人的智慧和英雄的丰功伟

绩。因此，世界史的名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
史》等，我都认真读过。至于世界史上的名人传记，我读得就更多了。我的体会是学习世界史，对我
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常有巨大的启示。我在写《辛亥革命史稿》时，就曾认真读过好几个版本的法国
大革命史和华盛顿传记，目的是了解法国、美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领袖们思考、
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阅读了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民族独立的专著，重点关注这些国家
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领导民族独立的领袖们，如埃及的纳赛尔、印度的尼赫鲁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
托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将欧美和亚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比较时，我得
到许多重要的启示: 它们之间都有类似的思潮和行动，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同时又有着明显的不

同。这些都启发自己去思考各民族在类似目标下的各自特点。经过这样反复比较，才能找出世界各
国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共同的规律和不同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史知识，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的历程，只能是就事论事，很难提高研究水平。
当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讲，各有不同处境和兴趣，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但我想做任何近现

代史研究，必须在自己专业以外，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都要有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知其然，也

知其所以然。这样的功夫绝不会白费，一定会促进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金之夏: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对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传统文化?

金冲及:传统是历史的延续，自然无法割裂。因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论好坏都不能随意割
断。今天，讨论传统文化的着眼点是为了现实和未来，但必须站在昨天的历史基础之上。这就像我
们刚结识了一位新人，怎样才能成为好友? 首先要了解他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和待人处事的方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同理。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是不可能轻易抹
掉的。
客观分析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这其

中既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有社会逐渐形成的公序良俗。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途中，就是
在不断冲破传统。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糟粕，如特权、等级观念、小生产意识等，这些自然是我们要抛
弃的，同时也有许多优秀文化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因此，我们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但也要在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警惕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
金之夏:您对青年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什么样建议吗? 尤其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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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西方其他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历史研究自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不是受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是受错误理论的误导。
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概括，在读马列经典著作时，关键是要学习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用于

指导我们观察、研究具体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而不是套用已有的言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
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又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教条式的马
克思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不顾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生硬地搬用马克
思主义著作中词句来分析当前的问题，用来指导工作，这本身就同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

背道而驰。二是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列宁曾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资产阶级学说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排
斥这些理论，而是认真研究它们，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逐步使之成为构筑自己学说的重要理论来

源。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智慧，所以其学说能够高人一筹。我们
必须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努力从各种理论及知识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用
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了惊人的进步，产生大量符合科学规律的

研究成果。如果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简单排斥，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
神的。
最后还想对年轻朋友说一句: 参加工作后，路一定要走对，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方向。记得

1952 年我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时，曾邀请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来学校为毕业生演讲，他说的
一段话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们马上就要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方向怎样把握非常重要，就像刚
出厂的汽车，最初上路时，稍微偏一点，并不明显。但开出一段后，彼此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再想
调整，困难就会更大。因此，路怎么走，方向非常重要。愿以此话和年轻朋友们共勉。

(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邮编: 100017;
金之夏，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 OX12BE)

( 责任编辑:尹媛萍)

(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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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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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acious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an Inquisitive Mind for Ideas: A Conversation with Jin
Chongji / / Jin Chongji，Jin Zhixia

Jin Chongji，born in Shanghai in 1930，is amo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educated in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Jin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arty history and PＲC histor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History of the 1911 Ｒevolution ( co-authored
with Hu Shengwu)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Turning Year: China’s
1947，Life and Dea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hoice of the Ｒoad，The Decisive Battle: How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Ｒesponded to the Three Great Battles，etc. He is also chief editor of the
biographies of many Party leaders such as Mao Zedong，Zhou Enlai，Liu Shaoqi，Zhu De and Chen Yun.
He has won the China Book Award，the China Publishing Government Award，and the Guo Moruo History
Award for many times.

The Divergences and Convergen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 /
Chen Hongcha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history，and drama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various fields.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y，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ies declined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moral orders，and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were shaped by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rends of thought，thus evolving into various new formats. At the same time，these works were
constantly colliding and blending with each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collating，editing，and
revising by generation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writing genres of history books，but also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from infancy to maturity. This proces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historical styles of the time and in late generations，
and also uplif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Towards the Five-rites: The Change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Official History“Ｒites”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 / Wu Lingjie

“Ｒites”annals( “Li-Yi-Zh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raditional section of official histories. But it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time. In terms of style，historia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often
adopted a dual system to record the ritual system. But they adopted a unified system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In terms of content，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Han dynasty，the knowledge and style of stud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which made people change their views on what ritual was at that time. They，
therefore，expanded the section on Li and Yi. They found difficult to continue using the dual system，and
they invented the five rites system. However，due to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
historians did not accept the five rites system in the official hsitory works. Only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Tang dynasty，Wudai shizhi，did the five-rites system become
the mainstream genre for official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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